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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低价中标”困境的思考
诸辛 上海鲁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顾问

世界通行的“最低价中标”在国内却广受诟病，莲花河畔“楼倒倒”事件再次将 “最低价中标”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最低价中标”真的是建筑质量安全事故的“罪魁祸首”吗？
“最低价中标”已成为业内争论焦点，“最低价中标”是世界通行做法，是最公平也是最具操作性的评标法，然而在中国却遭遇了阻力。施工企业集体反对“最低价中标”，理由是投标人之间相互压价、恶性竞争，使承包商无利可图，导致偷工减料，是建筑质量安全事故频出的“罪魁祸首”，桥塌楼倒都是最低价中标惹得祸。但真的如此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即“经评审的最低价”排除了低于成本的投标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最低价中标”。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投标人都是经济理性人，一般不会亏损投标，投标价一般不会低于成本价，即使是由于某种原因如占领某一市场或公司业务严重不足，而以极低的价格投标，因而无利可图或者造成亏损，这也不是把楼造倒的理由。造合格的楼是对承包商最起码的要求，即使亏损也要造好，这是底线，也是商业诚信原则，是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否则要追究法律责任。“最低价中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本无可厚非，然而到了中国却完全变异了，变成了“经评审的最低价”和“合理最低价”中标，这反而给暗箱操作和腐败留下了空间，于是人们在“评审”和“合理”上大做文章。其结果可能增加工程成本，或者是把优秀投标者淘汰出局，违背了招标人的初衷。
其实“成本”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一是因为人材机价格是不断变化波动的；二是不同的建企所消耗的成本是不同的，是因人而异的。既然“成本”是个不确定因素，就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成本价”，那么又如何界定？何谓合理？明显缺乏可操作性。
投标人更明白“成本”的含义，成本是个综合性因素，商人都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然而由于竞争者的存在，投标人经常处于信息屏蔽和信息不对称的“囚徒困境”中，进行艰难的博弈。投标人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这个“成本”是个无法精确估算的复合成本。如某建筑商工程业务量严重不足，导致人员、材料和设备的大量闲置，其显性和隐性成本几乎难以测量，因为对这个公司而言不仅仅是个闲置问题，还面临人员流失和设备折旧问题。这个时候只有获得中标才有生存的机会，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获得期望利润。为了要获取工程业务，必须以具有竞争性的投标报价优势才有可能中标，虽然可能“低于成本”，但对这个承包商而言还是能减少“边际成本”，对他来说这是个最优选择。但他的投标报价可能是不符合“经评审的最低价”或者是“合理最低价”，因为他的报价明显偏低，如果剥夺了他的投标资格等于剥夺了这个企业的生存权。

另一种情况，投标人拥有核心技术和成本管理优势，如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和大量使用先进的软件系统，生产力水平远高于同行，同样的工程它所消耗的成本可能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它的投标价可能是最低价，可能不符合“经评审的最低价”和“合理最低价”，那么就可能把真正具有实力的优秀投标者踢出局，这就出现优汰劣胜的逆淘汰现象。

将最低价投标人排除在中标范围之外，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招投标公平竞争的要求。为什么要拒绝“最低价”呢？我们在消费和采购商品的时候，是否因为它是在亏损销售而拒绝购买呢？是否因为它比别的同类产品价格低就不问津呢？不会，那为什么要拒绝最低价投标人呢？这显然是违背常识。“最低价中标”的原则符合合同的授予应采取报价对购买者“经济上最有利”的标准。
由于中国建筑市场上“施工企业”数量过剩，僧多粥少，形成严重的买方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如有些承包商为了获得中标以明显低于成本价进行投标，然后通过设计变更等进行高价索赔或通过其它非正常手段以弥补其亏损，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中标前施工单位很弱势，但开工后突然强势起来，有了对付业主的秘密武器，有了话语权，业主为了顺利完成工程，反而要迁求于施工单位，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我认为，既然低价中标了，那么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把楼造好，要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和承受能力，如果风险承受力低，那么就不要玩低价投标。由于中国商人缺少诚信，经常在施工过程中以亏损为由要挟业主，要么停工，要么偷工减料，要么进行无理索赔等不一而足，甚至造成工程的失败，业主苦不堪言。有的施工企业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最低价中标必然导致工程质量差，这恰恰说明中国商人契约意识之淡漠以及对商业游戏规则的漠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社会能不混乱吗？有专家也出来说这些都是最低价中标造成的，中施企协给国家发改委的调研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最低价中标负面影响大”，这些报告直接左右高层决策，这是进步还是倒退？有保护本协会成员的利益之嫌，所以“最低价中标”的调研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完成。实际上这不是最低价中标的错，有些高价中标的工程同样会出现类似问题，根本原因是中国商人没有诚信和理性，没有价值观支撑，社会信用体系缺失，所以一定要建立诚信制度，让不诚信的建筑商付出代价。为保证合同完成和质量合格，必须有一套刚性约束制度。由于以前制度设计存在漏洞，不法承包商的违规违约违法成本很低，甚至于守约守法的成本要大于违约违法的成本，这等于是鼓励承包商违规违约违法。必须对建筑商偷工减料、使用低价劣质材料、违规操作等方面加大惩罚力度，使其有所畏惧！

美国《米勒法案》从法律上规定了必须进行工程担保，凡是10万美元以上的公共工程必须进行招标，必须采用最低价中标法评标。为避免中国式的最低价中标所带来的后遗症，凡10万美元以上的公共工程均强制要求100%合同价的履约保证金和风险投保和担保，从而避免工程风险。投标人一旦中标，即使明知亏损也要坚持完成，或者赔偿损失放弃签约。所以一般不可能出现极端低价和很大亏损的投标报价。
中国建筑商对“最低价中标”有种天然的恐惧和排斥，认为建筑业本来就是个微利行业，如果实行“最低价中标”对建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是一场恶梦，是一种灾难，所以进行集体抵制，以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人们往往只看到“最低价中标”之弊，甚至放大它的消极因素，却认识不到“最低价中标”之利。从长远看，“最低价中标”如大浪淘沙，可以快速地淘汰落后企业，淘汰落后的企业就是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这对于生存下来的企业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对培育良性、健康、有序的建筑市场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在目前会出现分娩前的阵痛，但这是必须要跨越的坎。完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是“最低价中标”，价格的激烈竞争驱动建企进行转型和产业升级，进行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降低消耗，这也是低碳经济时代对建企提出的新要求，要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否则就可能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每个企业的劳动生产力都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才会提高，所以说“最低价中标”还能促进社会进步。由于以前计划经济的巨大惯性，使一些建企全然意识不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也形成管理上的惰性和思维定势。市场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公正的，它有自动调节的功能。以前是“最接近标底者中标”，这不仅容易导致腐败，是不公平的，并且不利于招标人。而“最低价中标”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只有实行“最低价中标”才能进行优胜劣汰，也必然会淘汰那些落后企业，如果不淘汰劣质建企，那么建筑业的集中度就永远不会提高。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是不怕“最低价中标”的。
从上海莲花河畔景苑案例看，不是最低价中标，楼仍然造倒了，是什么原因？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至少说明工程质量与最低价中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专家却以此案为例反对最低价中标是毫无道理的。当然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可能不完全适应最低价中标，但最低价中标肯定是个方向和趋势，只有最低价中标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行优胜劣汰。
发表于《建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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